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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助人工作者有很高的機率遭遇正在治療的案主自殺，甚至自殺身亡的事件，卻僅有極

少數人關注其身心健康。而心理師在獲知案主自殺身亡的當下，往往「自動自發」地

處於「治療者」的位置，將自我需求擺放在次要。同時擁有「專業工作者」和「自殺

者遺族」的雙重身分，卻未見最佳利益與福祉被優先考量，是心理從業人員的損失。

美國自殺學協會於1997年提出了專業者遺族（clinician survivor）一詞，以正確命名達
到社會正義之目的，提供專業者遺族相對的支持與協助。本文以「女性主義觀點」探

討專業者遺族之哀悼、覺醒與賦權，依序論述專業者遺族身心反應與來自第二序受害

者（second victim）的反思，並分享幾點想法，包含：1.理解專業者遺族受到「污名
（stigma）」的影響，難有主動求助的意願；2.肯認（affirmative）治療者與案主關係，
正常化專業者遺族情感；3.提升組織單位重視專業者遺族之意識，以團隊合作模式平等
關懷與賦權；4.覺察專業角色之刻板印象，同步理解心理師與案主各自的社會處境。
5.女性主義諮商：解構倖存者的標籤，從負傷療癒者走向社會行動之途徑。最後，呼籲
心理工作從業人員提升性別、權力、位階等意識，在事件當中肯認自我，賦權自我，

才能更有力量地協助我們的當事人。

關鍵詞：女性主義、自殺、自殺者遺族、覺醒、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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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者有很高的機率遭遇正在

治療的案主自殺，甚至自殺身亡的事件

，卻僅有極少數人關注其身心健康（黃

梅羹、林憲，1989；Kleespies et al., 2011
）。

美國自殺學協會（ A m e r i c a 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 AAS）是全球
具有影響力的組織，投注相當大的心力

預防自殺與關注不同族群的特性，包含

LGBTQ族群、藥酒癮族群，不斷重複企
圖自殺者，與自殺者遺族等，然而，從

1968年成立組織開始，便一直忽略了直
接處理自殺事件的助人工作者，也可能

受到自殺事件的衝擊，直到1997年提出
了專業者遺族（clinician survivor）一詞
之後，以正確命名達到社會正義之目的

，正視專業工作者遭受案主自殺事件的

作用力，也特別組織了「專業者遺族工

作小組（The Clinician Survivors Task 
Force）」，提供專業者遺族相對的支持
與協助。

專業者遺族的範疇甚廣，包含精神

科醫師、心理師、護理師、社工師、教

師、輔導人員與提供醫療照護人員等等

，任何一個專業工作者受到自殺事件衝

擊的都必須得妥善關照其身心狀況，但

若專業工作者本身不為自己發聲，很難

讓大眾關注到工作現況。專業工作者依

據不同訓練背景、工作性質、勞動階層

、與案主關係的緊密程度，影響的層次

有細部的不同。本文聚焦於諮商心理師

的位置，是一個工作模式最靠近案主心

理狀態的專業工作者，不僅來回折返案

主內心，持續互動一段治療時程，浸潤

於案主的生理、心理、社會的問題之下

，擁有深度而親密的連結，受到案主自

殺身亡的衝擊可想而知。即便如此，心

理師在獲知案主自殺身亡的當下，往往

「自動自發」地處於「治療者」的位置

，處理自殺事件衍生出來的事物，將自

我需求擺放在次要，此時，心理師同時

擁有「專業工作者」和「自殺者遺族」

的雙重身分，卻未見最佳利益與福祉被

優先考量，後續的身心狀況也未有妥善

的關心與照顧，是整體心理助人專業領

域的損失。

本文以「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專業

者遺族之哀悼、覺醒與賦權，主要原因

有二：其一為，過去自殺者遺族的文獻

，多數以悲傷輔導、生命教育等視框探

討個體內在的心理狀態，強調自我照顧

的重要性，較少以社會文化、權力階層

觀點探討自殺者遺族心理健康，但不論

是醫院、校園、診所或是自行開業的心

理師，必定在組織系統的監督之下行使

心理師業務，忽視體制系統的作用力，

難以有效協助專業者遺族；其二是，心

理師的訓練正好是自助助人的專業，有

別於以往自殺者遺族居於相對弱勢的位

置，心理師的自我覺察高、敏感於組織

系統的動力，有能力連結各種資源，組

織同盟肯認與倡議，以覺醒與賦權的概

念脫離「受害者」角色，正是女性主義

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一、�專業者遺族於「個人經驗」與
「專業發展」深受影響

綜觀國內外研究，針對心理從業人

員遭受案主自殺身亡的數據大致相似：

精神科醫師占1/2以上，心理師和輔導老
師大約是1/5，而實習心理師在培訓階段
大約占1/6，這些助人工作者在案主死亡
後的數週之內，容易出現侵入性的壓力

壹、前言

貳、�當專業工作者成為專業者遺
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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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intrusive symptoms of stress），許
多人形容此壓力指數猶如喪親，不論在

「個人經驗」或「專業發展」皆受到影

響（朱秀琴，2007；呂欣芹、方俊凱，
2008；周昕韻，2018; Chemtob et a l., 
1988; Kleespies et al., 1990; Ronningstam et 
al., 2021; Takahashi, 1997; Veilleux, 2011）
。有研究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職業傷害

（occupational hazard）」（Chemtob et 
al., 1989）。

多篇研究指出專業工作者對案主自

殺身亡後的反應包含震驚、悲傷、內疚

、自責、憤怒、恐懼和自我懷疑等（呂

欣芹、方俊凱，2008；周昕韻，2018
；Takahashi, 1997; Valente, 1994; Veilleux, 
2011; Wurst et al., 2011），尤其是年輕且
資淺的精神科醫師（Takahashi, 1997）、
心理師、實習的心理師（許維耘，2013
；Ronningstam et al., 2021; Veilleux, 2011
）受到的影響又更為劇烈。

一般受到自殺事件衝擊的成人，在

時間的反應上具有個別差異，有些人集

中在某一時期有強烈情緒，有些人悲傷

反應持續好一段時間，有些人則是在自

殺事件過後好幾年才有明顯的反應

（Bellini et al., 2018），而專業人員通常
在獲知自殺的當下和第一個月內受到的

影響最為強烈（Gulfi et al., 2010），有些
心理師會延續這樣的悲傷長達一年

（Danahy & Pierce, 2021），雖然也有研
究發現，三成的心理師會隨著時間的推

移慢慢好轉（Wurst et al., 2011），但文
獻當中並未討論隨著「時間」好轉的具

體原因為何，而心理師專業訓練中，對

於自我照顧與自我調適較為熟悉，能夠

運用的諮商與心理資源相對於一般人多

，很有可能在這些時間裡「獨自」做了

許多功課，或是體制之下「共同」協助

了什麼，才能如文獻所見。

二、�專業者遺族的過猶不及：過分
關注危機個案vs拒絕與危機個
案工作

獲知自殺事件的當下，不論在醫療

院所或學校機構的心理師，某種程度都

需要啟動危機處理模式，包括提供個案

相關資訊，入班執行安減壓心團體，部

分心理師可能必須與家屬遺族工作，有

一些特殊狀況須得面對媒體新聞（黃欣

妏，2011）。席捲而來的壓力，讓心理
師必須得在第一時間內「善後」，不得

不將心裡的感受放置次要位置。部分心

理師在這段期間還是得繼續提供諮商，

有些實習心理師會接收到機構或督導者

暫停諮商或轉介個案的指令，不論是基

於保護或質疑的態度，在多重壓力的情

境下，心理師實踐專業與生活模式可能

與以往不同。

研究指出，專業者遺族執行業務傾

向兩個極端，一類是更傾向治療高風險

的個案，另一類是完全拒絕與自殺危機

的個案工作，部分專業者遺族，呈現更

加關注潛在自殺的線索，傾向詢問同事

的意見，高度關注法律議題，以及提升

對自殺相關議題的興趣（Gul f i  e t  a l . , 
2010; Veilleux, 2011）。一篇來自日本的
研究發現，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在案主身

亡之後，對於專業感到羞恥，視案主身

亡為自身褻瀆職權，可能改變生涯途徑

，而待在實務現場的醫師容易過分緊張

，一旦懷疑案主有自殺風險，就可能以

電療作為處遇，或是更加頻繁且過度使

用保護室，以及發展出宿命論（fatalistic 
attitude）等想法，相信沒有任何一件自
殺事件可以被預防（Takahashi, 1997）；
雖然該篇文獻是以精神科醫師為例，再

加上日本文化對「瀆職」的負向觀感不

佳，迫使精神科醫師在職場上的處境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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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但國內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精神

科醫師在案主自殺身亡後會提高警覺、

再三審視之後才會決定治療策略，或是

在工作時批評他者當作抒發，以及提醒

自己對治療關係一定要有界限，對病患

要適度的抽離（朱秀琴，2007）。
有些研究將這些反應歸因於對案主

的責任感以及與案主相當親近（Gulfi et 
al., 2010）；有些則提出了「過度認同助
人專業」的說法，說明非常認同自己的

專業，反而產生極大的挫敗，在無法成

功助人時，視案主自殺為個人的失敗（

周昕韻，2018）。雖然這樣的說法能夠
暫時解釋創傷壓力症狀的來源，但這樣

的歸因可能陷入另一種危機。

「對案主的責任感」、「親近案主

」和「認同助人工作」原本都是助人工

作者的正向特質，是責任與使命的表現

，但因為自殺事件而被視為是一種危險

因子，這樣的結論值得深思？專業者遺

族遭受案主自殺身亡是一件難以避免，

卻又迫切需要面對的事，若能翻轉危險

因子為療效因子，將責任從個人歸因，

到審視整個專業工作體系。在專業訓練

的過程中，審慎思考在專業訓練過程中

，強化何種概念才能有所助益。

女性主義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個人

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也就
是個人問題並不僅只是個人內在的，而

是與社會、政治脫離不了關係，重要的

是，身為心理師需要對威權關係裡的不

平等「覺醒」，避免複製社會既存的霸

權而持續壓迫，呈現受害者的角色，認

為是自己「不夠專業」和「不夠仔細」

等。專業者遺族有多重複雜的情緒未能

適當的紓解，這並非個人議題，而是體

制組織結構相互作用下的結果。

一、�專業者遺族在體制內處於弱勢
位置卻渾然不知

呂欣芹與方俊凱（2008）指出自殺
事件發生後，醫療院所、學校機構常以

案例討論的方式因應，但實際做法常流

於「不適當的保證自殺事件不再發生」

與「責怪負責的工作人員」，雖然學者

們也同意，適當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

但類似的作法對專業人員與自殺防治卻

難有幫助，甚至會阻礙工作人員哀悼歷

程。

林曉玉與洪莉竹（2006）提到了即
使單位聘用專業心理師，但依舊會受到

部分機構主管無法理解諮商業務的各種

限制，尤其是體制內強調階層制度的單

位，如：軍警體系，心理師受限於需要

向上交代行政業務，每一兩年又要面臨

新任長官，往往需要更多時間與精力促

進心理諮商工作。目前臺灣精神醫學部

門或學生諮商中心組織內的主任，多數

是了解心理專業助人工作者，但還是有

少數無相關背景的主管，如國文系教師

兼任諮商中心主任等，由諮商中心再層

層往上推的高階主管，又離心理專業更

遠了。事實上，即便是專業領域的主管

，若沒有階層、體制、權力的意識，也

可能不小心成為壓迫者。

在普遍的情境下，諮商中心的團隊

合作與溝通狀況都是良善的，心理師相

互理解「自殺」類型個案本身的難處，

能夠及時可以幫助。然而，主管層級視

角並不一定能理解，尤其是體制之內需

要維護醫院或校園聲譽，往往容易陷於

究責位階較低的中心主任無法有效管理

心理師，心理師又無法有效的提供諮商

服務，造成案主身亡，迫使組織必須面

參、�體制內的革命：來自第二序
受害者（second victim）的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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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現在的「慘況」，將案主自殺歸咎於

「是心理師無能」和「是心理師的錯」

，並在不理解諮商專業與自殺防治的狀

況下，不論是直接斥責，或是間接以行

政手段「處理」，都讓心理師成為系統

裡的弱勢，耗損其專業發展，需要耗費

更大的力氣自我調適，白白折損了一個

原本年輕有熱忱的助人工作者。

二、�忽視體制系統交織的作用力，
專業者遺族成為自殺事件的代
罪羔羊

周昕韻（2018）將「心理師也是專
業者遺族」與「第二序受害者（second 
victim）」的概念連結，強調系統支持的
重要性，同時提醒心理師個人必須妥善

處理知後同意書、個案紀錄、合作單位

往返紀錄等文件討論，避免落入受害者

的困境。

第二序受害者一詞原由Wu（2000）
一篇「醫療錯誤：第二序受害者。醫師

犯錯也需要幫助」的文章開始，說明第

一序受害者（first victim）是病患身亡之
後的遺族，包含家人、朋友等，因為醫

療疏失而造成病患死亡；專業工作者被

社會賦予一個不容許犯錯的位置，背負

著第一序受害者的創傷，亦擔心家屬指

責、恐懼訴訟、被單位檢討，以及主管

與同事無形中的孤立之中，迫使專業工

作者僅有自我懺悔、選擇賠償、承認錯

誤等行動，成為了第二序受害者。

Veilleux（2011）指出，雖然大部分
遺族悲傷反應可依循Kubler-Ross的悲傷
歷程理解，但心理狀態還是會因「預期

」與「非預期」的死亡方式差異甚鉅，

例如，安寧病患與車外意外往生，家屬

的心理狀態截然不同。多篇文獻證實自

殺者遺族的情緒複雜，包含憤怒、恐懼

、罪惡感、羞愧；因為經歷較高的污名

感、感受被社會排拒、被逝者遺棄、恐

懼同樣步上自殺之途，而遺族之間可能

因為難以承受的痛苦，相互指責，尋找

代罪羔羊（呂欣芹等人，2007；周昕韻
，2017；吳美麗，2017；陳淑惠，2009
；劉麗惠、張淑美，2010；盧鴻文，
2011；Mitchell et al., 2004）。專業者遺
族的反應有第一序受害者的心理狀態，

但更多時候處於第二序受害者的位置，

擔心被系統拋棄或壓迫，與家屬悲慟反

應下的訴訟。

三、�「受害者」標籤強化了弱勢者
的位置，同時剝奪專業能力的
展現

事實上，在Wu（2000）大聲疾呼專
業者遺族權益必須被保障之後，數十年

間，不同專業工作者依循著各自工作模

式的特殊性，發表了許多文章，尤其是

護理專業領域，白色巨塔下容易被究責

的對象（Jones & Treiber, 2012; Mok et al., 
2019），也因此發展出協助第二序受害
者的六個階段（Scott & McCoig, 2016）
，與整體性的支持方案（Wijaya et al., 
2018）等。

Wu與Steckelberg（2012）表示越來
越多醫院重視醫師的權益，願意創造更

友善安全的醫療環境，而具體作法是以

調查醫療疏失取代將責任歸咎於個人，

以及提早告知家屬相關的醫療風險，更

進一步強調心理諮商的重要性，說明專

業者遺族的創傷反應，若是沒有積極介

入可能造成不良後果。

正當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關注第二序

受害者的權益時，Clarkson等人（2019）
在一篇「拋開這個詞『第二序受害者』

（Abandon the term "second victim"）」的
文章持相反意見，闡述專業工作者必須

拋開第二序受害者一詞，才能使環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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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友善。理由是越來越多報章媒體濫用

受害者一詞，甚至以Google索引第二序
受害者時，呈現醫護工作者似乎不需要

為案主負責，也不用為自身失誤懺悔的

錯誤想像，臨床醫護也為此十分無奈，

認為一般民眾其實能夠同理醫者，也不

反對建立保護機制，但以「受害者」的

標籤彌平疏失，讓醫病關係蒙上一層灰

，期待能夠更適切的作法。

綜合上述，第二序受害者發展脈絡

的具體貢獻，是從整頓體制結構系統的

視角理解支持的重要性，走向新一波的

革命，必須擺脫受害者標籤的弱勢位置

，宜重視專業者遺族的能力，在完善的

體制內好好地療癒自己，在案件中學習

、增權與賦能。

本文綜合上述文獻整理提出下列五

點，以協助專業者遺族之哀悼、覺醒與

賦權。

一、�理解專業者遺族受到「污名」
的影響，難有主動求助的意願

目前學界缺乏專業者遺族的研究，

原因在於：1.專業工作者不願意談個案自
殺，傾向自我隔離；2.自責、羞恥、法律
訴訟的考量，以至於專業工作者對自殺

避而不談，擔憂未來尚未發生的事情

（Center for Patient Safety, 2021; Danahy & 
Pierce, 2021）。

不只一篇研究提出「污名」使自殺

者遺族不願意揭露自殺事件，來自於社

會對自殺的觀感不佳，這樣的污名讓自

殺者遺族停滯於心理交易的困境裡，常

利用緘默來處理自己的情緒（陳增穎、

顏原達，2019；Scocco et al., 2017; Oexle 

et al., 2020; Wong et al., 2007）。雖然目前
為止，尚未出現直接以「污名」與「專

業者遺族」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但在一

般論述性文章當中，皆能看見心理師在

案主自殺身亡後，產生專業判斷的自我

懷疑，擔心家屬、同事、主管看待自己

是否失職，這背後隱藏著專業者遺族必

須背負著失職、無能與不負責的污名；

也有研究的訪談逐字稿呈現，專業工作

者想要找信任的同事談談內心的感受，

同事卻是以工作模式討論讓受訪者難以

開口談情緒，或是同儕主動釋出善意，

以關心的角度主動分享自身經驗，但專

業者遺族採取防禦態度，拼命解釋已經

盡心照顧病患，以破除失職的想像（朱

秀琴，2007）。由以上可推測，心理師
恐懼「我是讓個案身亡的心理師」的負

向標籤，是難以開口求助的關鍵。

準諮商師的求助態度與「社會污名

（social-stigma）」和「自我污名（self-
stigma）」呈現負相關，這裡的「社會污
名」指的是大眾集體認定的負面刻板印

象，例如：無能、危險、不負責任等，

而「自我污名」發生於專業工作者內化

他者負向評價，使其自我價值與自我效

能感降低。然而，研究亦指出「專業承

諾（professional commitment）」在「污
名」和「求助態度」之間具備調節作用

。專業承諾是心理師在受訓期間，能夠

「高度認同諮商工作」，對於擁有專業

形象，追求專業成長，有信心提供高標

準的專業服務，並對職業的品質、理想

與榮耀感，有著根深蒂固的喜愛與發展

，是心理師未來發展及走向的重要參考

（王美雯，2015）。有鑒於此，協助專
業者遺族必須同時考量「去污名」與「

專業承諾」，增加肯認情緒與專業身分

。

肆、�以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專業者
遺族之哀悼、覺醒與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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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認（affirmative）治療者與
案主關係，正常化專業者遺族
情感是重要關鍵

根據研究指出，心理師在案主身亡

後，因為：1.關係不被認可；2.失落事件
不被認可；3.不被允許悲傷的人，被剝奪
悲傷的經驗讓心理師哀悼歷程變得困難

（李琇婷、呂旭亞，2011）。心理師因
為工作模式的特殊性，案家不一定知道

案主正在接受諮商，而實習心理師在督

導的協助之下，正在專業發展階段，可

能因為督導者的評估判斷，持續提供諮

商服務或轉介，在這樣多元的情境之下

，心理師面臨的狀況必須逐案討論，並

非單一通則。

有時候轉介的案主不一定能讓實習

心理師持續追蹤；有時候失聯的案主心

理師不一定能在第一時間時聯繫，尤其

是案主不願讓案家知情的情況下；有時

候案家在不知道案主有接受諮商服務時

，案主身亡後不會聯絡心理師；有時候

，心理師輾轉知情後，處於是否要主動

聯繫案家的兩難（林皓敏，2012；周歆
韻，2018；Gill, 2012）。依循上述的狀
況心理師可能處於「關係不被認可」的

悲傷剝奪，無法參與喪禮、獲得更多的

細節與脈絡，無法現身相關儀式與自殺

者遺族對話，也無法依循著一般、正常

的悲傷療癒歷程，好好地表達傾訴。這

對原本就處於震驚、難受、困頓、擔憂

的心理師，被排拒在外的悲傷無疑是雪

上加霜。

肯認專業者遺族與案主的關係，允

許悲傷的權利，正常化遺族情緒，能讓

專業工作者有力氣審視死亡議題。有研

究發現專業者遺族在重要他人陪同之下

，參與喪禮、與家屬會面談話，可以幫

助專業者遺族完成未竟事務（林皓敏，

2012；黃欣妏，2011），也有研究發現
，實習心理師以個人的名義獨自前往告

別式之後，將壓抑的情緒爆發，延宕發

酵於日常生活之中，是督導者需要關注

的（林皓敏，2012），有研究認為專業
者遺族同時會有很多人，可以由評估衝

擊後由其中一位心理師代表聯繫，系統

合作可以促進正向發展（周欣韻，2018
）。

根據研究指出，專業者遺族擔心與

家屬的責怪，或遭受官司訴訟，對於主

動接觸家屬產生了疑慮，建議專業工作

者評估與家屬會面的需要，以及覺察個

案死亡的真正感覺，是否絕對必要與家

屬聯繫，聯繫之前要做好妥善的規劃（

黃欣妏，2011; Ronningstam et al., 2021）
。這代表專業者遺族的哀悼歷程，面對

體制與家屬的狀態相對複雜，在這些矛

盾擔心的狀況之下，文獻當中不約而同

地提到了「督導」與「團隊」的重要性

。

三、�提升組織單位重視專業者遺族
之意識，以團隊合作模式平等
關懷與賦權

（一） 組織單位須以「預防性的概念」
提早建構支持系統

胡峯鳳（2007）研究指出大專校院
諮商心理師容易在服務自殺或自殺的案

主類型上有替代性創傷（ v i c a r i o u s 
traumatization），並推測原因是心理師不
僅要時刻持續關心、引導個案更健康、

積極地活下去，避免案主再度嘗試自殺

或自傷，這種關於生命責任的壓力需要

投注的心力無法估計，而研究結果亦發

現「組織脈絡」能有效地預測諮商心理

師的替代性創傷，且彼此為負相關，即

當心理師受到組織單位的照顧與支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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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替代性創傷的程度越低。這表示

組織單位必須全面建構完善機制支持心

理師，而服務自殺或自傷案主是漫長的

歷程，組織萬萬不可到案主身亡後才亡

羊補牢，預防機制也並非可有可無，反

而是首要之選。

周詩婷（2010）指出機構不當派案
、疲勞轟炸是心理師替代性創傷的危險

因子，一個好的組織單位必須考量一位

心理師可以承受的個案量、案主的類型

與新手心理師等狀況，舉例來說，該篇

論文的其中一位兼職實習受訪者描述自

身同時承接父親燒炭自殺身亡、高自殺

風險、性侵害個案等重大創傷類型的個

案，並且在一日6個小時內接完，時常陷
入苦思而求助無門，卻也無從覺察自己

正在經驗替代性創傷。組織單位除了未

考量心理師的個人福祉之外，同時也有

專業訓練倫理上的缺失，實在不得不謹

慎。邱麟閔（2015）提出自殺防治關懷
員在訪視時，因為必須承接大量的個案

，產生替代性創傷的狀況不盡其數，而

督導機制雖然存在外部與內部督導看似

完善，但督導會議著重個案研討，並且

聘請跨領域之專業督導，包含精神科醫

師共同督導，雖然仍有新的學習，但時

常需要磨合督導者與受督者之間想法，

反而成為另一種壓力，而同儕訪視員彼

此之間的心理支持與專業知識的提供，

反而獲得幫忙更多；而黃欣妏（2011）
指出實習心理師成為專業者遺族之後，

認為個人治療師對自己的幫助最大，關

鍵的原因在於治療師能夠接納自己在處

理個案時的任何狀況，不需要擔心被評

價，而專任心理師則認為同儕支持的取

得相對便利，不需要支付額外的治療費

用，面對個案死亡的心理失落，抒發有

時更勝於檢討。

（二） 建構女性主義取向的「督導模
式」與「覺醒團體」

多篇研究共同指出「督導機制」對

專業者遺族的重要性，同時提出了「評

價」可能造成心理師的壓力（周昕韻，

2018；邱麟閔，2015；黃欣妏，2011；
Kleespies et al., 2011; Ronningstam et al., 
2021）。女性主義取向督導模式認為「
關係是平等的」，除了強調督導關係與

督導歷程之外，特別看重受督者的性別

、種族、階級、權力等議題的覺察，以

及如何在讓這些覺察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林佩儀，2006），專業者遺族可以在
此種督導模式之下，好好談論受到案主

身亡的影響。

目前多數研究以「團體諮商」的形

式介入自殺者遺族是有幫助的，包含企

圖自殺的「自殺者遺族實驗性團體

（Hom et al., 2018）」、「複雜性悲傷團
體治療（Complicated Grief Group Therapy, 
CGGT）」（Supiano et al., 2017），以及
「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Storytelling 
Groups for Survivors of Suicide）」等（陳
苡芃等人，2018）。有研究指出「同儕
督導的形式」是專業工作者在因應替代

性創傷的重要資源之一，尤其是大專校

院的諮商心理師，可以透過同儕的分享

與互動，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更可從

中獲得被支持與同理，減少孤立與無助

的感受，更可以從同儕的回饋之中，重

複確認自身的狀況，降低工作帶來的負

面影響（胡峯鳳，2007），並且不只是
以督導的形式進行，在同一個辦公室裡

，許多專業工作者可能同時接觸過案主

，共同分享心情，不帶評價地討論，包

括不給建議、不給安慰，並在悼念儀式

中再次獲得服務案主的意義與價值，這

能夠賦能專業工作者，使其在工作與專

業上發展更具能力（周昕韻，2018）。
女性主義鼓勵以「讀書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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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意識覺察能力，藉由書籍的閱讀與

意見交流，可以看到相同經驗與感受，

互相扶攜與支持，而以團體的方式進行

，至少有四個階段，包括開口（opening 
up）—將個人的感受和經驗都說出來； 
分享（sharing）—知道彼此經驗的共通性
，了解自己並不孤單；分析（analyzing）
—檢視自身位置在社會中的處境、抽象

化（abstracting）—從具體經驗去延伸思
考脈絡或邏輯，一起檢視制度面的不足

或缺失，可以共同努力促成改善（邱珍

琬，2006）。

四、�覺察專業角色之刻板印象，同
步理解心理師與案主各自的社
會處境

王浩威與林憲（1990）指出醫師自
殺雖然並非全然是其「專業角色」帶來

的責任重擔，這些自殺醫師有三分之一

對自己執業生涯感到不滿足；邱麟閔（

2015）發現即使自殺關懷訪視員在多重
壓力的情境下，亦對於社會文化對專業

的期待並無覺察，常常關注案主的情緒

，而忽視自己的狀態，並有「男性可能

比較難說出感覺，我們女性可以傾聽比

較重要」的想法；李琇婷與呂旭亞（

2011）以自身的角度出發，描述身為「
照顧者」的角色，同時經歷母親罹癌與

案主反覆自殺等不穩定的雙重壓力之下

，助人工作者自認為需要「撐著」，不

能展現脆弱的一面，反思自身悲傷被剝

奪的處境。

Kleespies等人（2011）指出心理學
家的心理健康問題時常被忽略，自身也

無所覺察，該研究綜合同事倖存者（

colleague survivors）的訪談資料、審視已
發表的治療師自殺案例報告，與美國國

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N a t i o n a 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未發表的心理學家自殺數據，
發現過去十年心理學家自殺風險提升直

接連結「職業困擾」和「自我照顧」，

而這些心理學家自殺事件又影響許多人

，包含家人、同事、學生、案主等。這

樣惡性循環的狀態下，徹底改善體制結

構，是根治的良藥。

Ronningstam等人（2021）提出心理
師和案主各自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影響悲

傷調適歷程，例如，穆斯林國家有嚴格

的法律制裁、基督徒認為自殺違背聖經

的宗旨是一種罪（sin）、而拉丁美洲認
為自殺是道德上的不義，而亞洲國家部

分可接受自殺是一種選擇，日本文化裡

甚至認為某種犧牲是貞潔與英勇的表現

。一種公開無評價的方式面對案主自殺

，重點是治療師覺察自己的反應、想法

和情緒，以及理解案主的實際情況，尤

其是不切實際和理想化的專業期待（

unrealistic and idealized professional 
expectations）。心理師必須整合個人經
驗與專業身分，鼓勵進一步探究了解案

主自殺意念與行為，自我檢視病例報告

／個案紀錄，治療師可理解過去有用的

工具或處遇。團隊合作對治療師相當有

幫助，可以形成現實的理解，協助專業

者遺族接受現實，以及提供支持與保護

。治療師能夠在自殺議題上有深度的理

解與反思，可提升專業者遺族更高的助

人者價值。

五、�女性主義諮商：解構倖存者的
標籤，從負傷療癒者走向社會
行動之途徑

Kimball（1986）女性主義諮商的發
展聚焦於嚴肅地看待在社會上遭受的性

別暴力，站在一個理解個人與文化相互

依存共生的原則，在諮商情境裡不僅相

信當事人的能力，更是不斷驗證與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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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探討權力與位階帶來的影響力，文

獻當中描述若是在案主遭受性創傷時，

以分析母親無法保護女兒，又對父親有

矛盾情緒的方式治療，容易陷入更巨大

的性別暴力裡。借鑒上述案例反思，專

業者遺族的療癒歷程，不單僅是照顧個

人內在情緒與經驗，必須在社會文化等

鉅視系統裡修復創傷；Brown（2004）回
顧女性主義相關文獻，包含創傷女性主

義模式（feminist models of trauma）、創
傷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ies of 
t r a u m a）、創傷診斷女性主義模式
（feminist models for diagnosing trauma）、
創傷女性主義治療（ f e m i n i s t  t r a u m a 
treatment）等，認為創傷是人際暴力所引
起的，描述背叛、壓迫，和隱匿式創傷（

insidious traumatization）持續在生活脈絡
裡出現，強調「創傷」一詞必須在文化

偏見與各種壓迫之下被理解，並且提出

治療師創傷的目標不變，但不因此而滿

足，必須積極強化被治癒的案主能夠參

與改變社會的行動，透過社會倡議治癒

周圍的世界，而不是將一位治癒好的案

主，送回原本使其創傷的世界。另外，

女性主義諮商的對象並不限定女性，反

而陪伴弱勢、被支配與受到壓迫一方的

過程。Carr與McKernan（2015）分享三
個關於患有創傷壓力症候群的男性退伍

軍人的案例，受到男子氣概、精神疾患

，軍人的三種元素的影響，持續被PTSD
的症狀所困擾而不願意求助，而上述三

種元素而這分別對應女性主義當中的性

別、疾病和位階交織而成社會身分，女

性主義諮商試圖在「去污名」的情境之

下協助案主，承接各種焦慮、恐懼、來

回反覆重回現場（flashbacks）、夢魘、
悲傷等感受，並在困境緩解之後，能持

續協助有同樣困擾的人，實踐社會正義

。

目前國內並未有特別為專業者遺族

量身打造的組織或團體，但值得一提的

是，馬偕自殺防治中心執行「自殺者遺

族說故事團體」多年，效果顯著，並於

2017年底特別針對專業工作者舉行「專
業者遺族說故事團體」，讓每位參與者

分享一件死亡個案的故事，如同自殺者

遺族在安全、封閉的空間彼此訴說、聆

聽，把平時沒有機會處理的內在情緒再

拿出來好好梳理，是為實務工作領域關

懷專業者遺族的先鋒（張子午，2019）
。本文認為專業者遺族必須解構倖存者

的標籤，從負傷的療癒者走向社會倡議

之途徑，投身改善整體專業工作者的環

境，在有諮商心理師執業之處，必須以

「預防性的概念」建立一套完善的體制

，協助專業者遺族，而不是以亡羊補牢

的態度面對。

美國自殺學協會：「世界上只有兩

種心理師，一種是經歷過案主自殺身亡

的，另一種是未來將會經驗到的。」專

業者遺族同時擁有「專業工作者」和「

自殺者遺族」的雙重身分，除了在歷程

當中解構「受害者」和「倖存者」的標

籤之外，更需要朝向社會正義的路徑前

行。本文以女性主義觀點探討是深信諮

商心理師的專業訓練中，對於自我照顧

、自我覺察、悲傷療癒的能力不容質疑

，但在體制結構當中的壓迫與覺醒較難

突破重圍，也因社會大眾對心理師溫柔

、正向、好脾氣，沒有負向情緒的想像

或期許，造成諮商心理師成為專業者遺

族時難以抗衡，被體制犧牲，卻無從獲

得資源。在此也呼籲心理工作從業人員

，要有性別、權力、位階等意識，能夠

在事件當中肯認自我，賦權自我，才能

更有力量協助我們的當事人，促進整體

社會心理健康工作更加完善。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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